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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媒介研究的人文洞察
———兼评《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

曾　 巍

摘要:作为媒介的算法,与受众密切互动,重组了人机关系,导致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体

深度媒介化。 探入算法“黑箱” ,可洞见算法背后的权力结构,这只“隐形之手”操控了人们

的生活,影响到社会建构,并渗透到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 跨学科视角,尤其是从人文角

度进行批判式诊断,有助于发现问题、预判风险。 《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一书将实证

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审视算法传播的对象、内容、方式、机制、效果,深入探讨了智能传

播变革的本质。 算法媒介与算法传播研究,还需要超越表象、超越批判,在构建宏观框架和

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立足在地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技术

治理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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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以元宇宙、ChatGPT 为代表的信息科技、人工智能产品引发社会热议,并成为学术研

究的一大热点。 不久前,Open
 

AI 发布超强视频生成模型 Sora,Google 推出具有强大机器学习能力和

超强编码能力的 Gemini,迅速激起舆论惊叹。 可以预计,学界未来将会密切关注“世界模型” “视频

内容自动生成” “原生多模态”等相关话题。 这些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数字空间、数字模型和数字现

象背后,是看不见的精密算法在运算,在操控,在织经布纬、纵横捭阖。 因而,许多学科围绕数字社会

现象的研究探讨,均围绕“算法”展开,并大体呈现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野:前者更多关注如何

利用算法为社会生活服务,如何进一步提升算法的效率和效用;后者则持冷静的批判视角,追问算法

的意义,对其进行伦理的、美学的反思。
传播学界也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将“算法”视作信息时代和数智时代的新型媒介,将其纳入考

察视域之中。 算法不仅通过创造数字化表征装置和拟态环境重塑人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认知,也在重

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数字化平台,算法是其逻辑架构;以数据为中心

的信息生产、组织和推送,算法是其语义坐标。 算法还深刻影响着人在现实行动中的决策与抉择,从
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植入算法干预,人的主体能动性中因而嵌杂着算法驱动性。 从传播社会学意义

上来说,算法不仅变革了传播形态,颠覆了传播事态,也在重塑、重组传播生态。 可以说,作为媒介的

算法,由于与人频繁而深切地互动,不可避免将影响人的身体、心灵和观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

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 如果说,算法传播在实践场域已不可忽视,在理论层面上亟待揭示,那么就需

要将它的传播对象、内容、方式、机制、效果等纳入学理性的分析和解释框架中进行审视,冷静而客观

地厘清其机理,勘察其边界,肯定其优势,预测其风险。
全燕教授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介传播、算法传

播、媒介文化研究等方面。 她的专著《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于近期付梓,聚焦算法传播中的相

关问题,将实证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从多样的传播现象层面深入到复杂的传播系统内部,从那里



剖辨出算法的“隐形超权力” ,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 该著立足于传播学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同时借

鉴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 跨学科方法运用在该著中,往往带来精彩的

分析与独到的见解,构成其中的亮点章节,尤其是站在人文的角度的深入阐释,既体现出情怀的温

度,也表现出犀利的力度。

一、作为媒介的算法与人的深度媒介化

关于媒介(英文有单数形式的 medium 和复数形式的 media)的定义,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杰弗里·克雷格( Geoffrey

 

Craig)坦承“给媒介下定义很难” ,将“媒介”视为“一个总体性的词语” [1] ,
将形形色色、门类各异的新闻传播实践中的物、技术、机构悉数纳入彀中。 斯蒂文·小约翰绕过直接

定义的困难,用一连串暗喻如窗口、解说员、站台、路标、过滤器、镜子、管道等类比说明信息传播过程

中信源、信宿与媒介的关系,媒介的意义因而“代表不同事物,而用来描述这些事物的暗喻将决定所

提问题的种类和提出理论的类型” [2] 。 按狭义的解释,媒介指的是利用媒质存储和传播信息的物质

工具,是有形、可见的物质载体。 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论断,将媒介的外延大大拓展,并将其提

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人类发明的技术物,剖析其作为“媒介”如何延伸又如何截除

人的感官,进而又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 同时,新出现的媒介“ 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

度” [3] ,也生成了新的环境,因而为人创造了新的角色,将人卷入新的人际组合之中。 也就是说,具有

反身性的媒介塑造了人,也不断塑造着社会。 从这个角度,媒介就超越了传输具体信息的载体和工

具的层面,而被理解为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中介物” ,社会凭借着这样的“中介物”将个体组织起

来。 也正是从人的社会化存在的中介的角度,算法作为数字化语境传播形态中“人的关系的集合以

及关系存有和展开的坐标” ,作为“人们感知和体验外部世界的集大成‘中介’ ” [4] ,而被理解为一种

媒介,并成为当前传播学界的焦点议题之一。
算法并非有形之物,就其原初含义而言,它是针对完成一项特定任务而给出的具有逻辑性的完

整指令,其来源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9 世纪波斯数学家花剌子密的代数学著作。 很长时间里,算法主

要在数学领域里表示问题求解的思路和步骤,而在计算机出现之后,算法更多地和程序设计联系起

来,与数据结构一道构成程序设计的重要基础。 随着技术发展,计算机硬件和由程序支撑的软件成

为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资讯平台等数字界

面或场景。 看上去,是这些界面或场景与人的感官经验有接口,但实质上其交互方式和交流内容都

是由算法决定的,只是人们很难看到这只“隐形之手” ,这也是算法被称为“黑箱”的原因。 与智能媒

体的全球化普及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同步,算法不断伸长“触须” ,在频繁、泛在的人机交互中

将进入其目标域的对象拽入可计算的框架内,并以计算结果向外输出其对世界的理解和重新配置,
因而可以说,“算法颠覆了传统传播组织与传播活动的规则与边界,实现了传播的质性革命” [5] 。 这

种革命显然也引入了一个新的尺度,将人置入新的拟态环境中,在布尔逻辑编织的信息网络中,参与

其中的人也就成了被数字定位、数字画像、数字运算的传播节点。 进一步地,算法使得人的“数字化

生存”转化为“数据化生存”的新方式,身体、位置、行为、情绪、关系、思维方式等全面数据化,“虚拟

实体化与数字元件化,也增强了人的反身性控制与自我的量化。 个人历史与记忆被外化为多维的数

据化轨迹,数据也塑造了数字自我、数字人格” [6] 。 扩大到社会与文化场域中进行审视,扮演着文化

中介角色的算法,通过数据和流量规则所表征的权力对人施加控制,具有计算性质的话语生产了差

异化的文化想象,具有自主性的技术物与人共同完成算法社会的文化表演[7] ,从而形成“构成性的纠

缠” [8] ,一种高度嵌合、错综复杂的关联。
由于隐藏在“黑箱”中的算法具有不透明性,算法传播的研究只能从由算法干预甚至操控的数字

传播现象入手,通过对实际案例的描述和剖析,经由效果去推测动机,透过表象去揭示本质。 数字技

术不仅催生了新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手段,而且创造了全新的媒介环境———有着数字结构的“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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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算法将它们投射出来(从计算思维的符号中投射出来) ,并且可以像我们周围的环境一样具

体” [9] 。 算法传播研究,因而需要将研究对象看作数字媒介系统的具象化,基于整体性视角去考察媒

体形态、受众、传播方式、传播技术、传播环境等核心要素及其之间的关联互动。 其研究进路,既要将

算法传播纳入经典传播学的分析框架之中,以成熟的传播模式、深入的质化分析、精细的量化分析逐

步推进,也要大胆跳出学科边界,借助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话语,敏锐捕捉算法媒

介和算法传播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并与传统媒介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 循着这样的思路,《隐形超

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一书通过对 Facebook、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商业化数字平台的

内容生产、内容分发和算法评分机制,人脸识别技术的大范围应用等算法传播现象的考察,以丰富的

实例阐述算法介入情形中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如何依照算法逻辑实现智能匹配,算法推荐下形成的新

型媒介环境导致信息传播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算法又对置身于新传播环境中的人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进而总结出算法传播的形态特征,即“传播方式演变为日益精准的微目标传播,传播过程简化

为依靠数据驱动,传播效果依靠用户体验实现” “表现出自动化、精准化和参与性等特点” [5] 。 正是

注意到算法在媒介社会实践中对受众展现了颇具效果的劝服能力,该著引入修辞学的视角,从计算

媒介的深层结构中发掘其语言符号、表达方式、逻辑结构如何增强与优化言语事件的效果,进而征

召、打动、刺激受众的情感与行为。 这样展开的分析从表象层探入算法装置内部,依次在宏观修辞

层、修辞本体层、微观修辞层的三层分析框架下探讨针对不同层次目标的修辞策略,揭示出“算法作

为媒介如何通过让某些规则发挥作用并影响选择从而导致特定事物变得重要” [5] 。 正因为算法与传

播实践中的人形成了相互构成关系,因而需要重新审视算法传播中的人机关系。 该著巧妙地引入布

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具有施动力、互动性和影响力的算法装置看作机器行动者,从而

在行动者关系网络和实践中重新定位人机传播。 这一视角“强调人与技术物之间存在着超越本体差

异的平等关系” “把机器纳入传播的中心位置,把人机传播理解为将人与机器(技术)联结为一个传

播网络的过程” [5] 。 这意味着,算法深度嵌入了意义生产,深度嵌入人际关系网络并与人共同构成行

动者集合。 这种作用是双向的,人也同样深度嵌入这一关系网络中,他的身体、行为、思想随之展现

出“深度媒介化”特征。
媒介理论家尼克·库尔德利和安德烈亚斯·赫普是在社会的层面使用“深度媒介化” ( deep

 

me-
diatization)一词的,用以描述媒介对社会世界全面渗透的状况。 所谓“深度” ,一方面是指人们在社会

世界中严重依赖于基于技术的媒介,另一方面也指出媒介通过传播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方

式[10] 。 “媒介化”意味着一个过程,描述了从接触到嵌合到无法分离的程度递进,数字媒介时代人们

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用于构建社会意义的元素和构成要素本身也基于技术化的中介过程。
在这一媒介化的高级阶段,人们社会世界的所有要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5] 应该

注意到,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一定是从对群体中的普遍个体开始的。 作为媒介的算法,无论是对受众

感官的直接刺激、对注意力的吸引和调配,还是对用户行为的追踪、黏性的培养,都会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受众的情绪经验、行为惯习以及思想观念,使之顺从于算法的逻辑,并与算法媒介及其基础设施

产生深度纠缠。 深度媒介化因而可能导致人的技术异化现象,算法也可能成为压抑人的本质的外部

力量,使人呈现出“身体虚体化” “交往数字化” “精神界面化”的“深度异化”症候,“数字时代的媒介

化已经成了普遍的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一个当代版本” [11] 。 算法在传播过程中对人的身体的征用、
对交往的干预、对精神的控制,提醒我们绝不可小觑算法在新型人际关系中的行动力以及它对权力

的觊觎。 正是在深度媒介化过程中它所攫取而人们所让渡的权力,使得人与社会遭到“算计” ,并在

不知不觉中被篡改得越来越数据化、原子化。 库尔德利警告,一种通过数据控制人类的“数据殖民主

义”将会出现:“随着当前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提取价值的普遍化,现在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资本主

义的延续,而拥有更深层次的逻辑———这是一种新的分配世界资源的方式,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新

的资源获取方式,这就是人类的日常生活本身。” [12] 这都提醒我们,探入“黑箱”的算法传播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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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发现算法媒介的技术内核,更要洞见算法背后的权力结构,因为算法规则的博弈就是看不见

的“政治” 。

二、算法社会的政治议题与文化反思

算法传播的广泛实践和深度媒介化的趋势,其必然的结果是“算法社会”的形成。 在算法的作用

场域之中,人们的时空观念、交际关系悄然转变。 算法将计时转化为计算,通过延时、递归等技术改

变了时间流的节奏和方向,也以瞬时响应机制满足人们对毫秒甚至微秒级加速的极致想象,还以对

恰当时机的精准把握表现为针对特定目的的离散时间。 算法使得人们可以摆脱现实场景的束缚,从
社会系统中“脱域”而在虚拟空间中重构社会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代表个体的数字符码之间

的连接,可以进行统计、归类、排序等运算,进而间接获得对人的支配权。 如果这种支配是在受众不

知情时发生,一旦公之于众,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2014 年,《华尔街日报》 刊登的一篇文章《 “脸书”
对用户进行试验引起众怒》 ,披露了“脸书”对近 70 万用户进行的大规模心理实验。 网站的数据科学

家启动一项算法,在一周内删除了用户核心新闻订阅中关于正面或负面情绪的内容,检测社交媒体

上的情绪传播,其目的是研发更有吸引力的产品。 文章激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认为“脸书”将用户

“当作实验室的小白鼠” ,抗议算法有违道德、玩弄用户感情[13] 。 受众所感到焦虑和担忧的,正是算

法在虚拟空间中隐形而泛滥的权力。 “脸书”实验绝非孤例,算法通过用户画像收集个人隐私、分析

人格特征进而预测用户行为,通过制造顶流网红收割流量并从中牟利,通过过滤气泡筛选内容精准

投送、编织“信息茧房”干扰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通过舆论诱导操控政治选举,这些触目惊心的事

实都倒逼人们对渗入数字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毛细管之中的算法做出理性反思:算
法的权力从何而来? 算法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 算法权力是否需要划定边界?

如今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境况是,来势汹汹的算法依然在拓疆扩土,不断侵入人类生活的领地,膨
胀为利维坦般的庞然大物。 作家克里斯托弗·斯坦纳的畅销作品的标题“ Auto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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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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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被译作“算法帝国” ,形象表明算法广阔的统治范围和强大的统治力,
也暗示算法内部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 斯坦纳一方面举出大量算法在各个领域实际运

用的例子阐述它带来的便利,认为“未来属于算法和它们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也提醒未来“我们还

将要面对算法带来的各种各样、严谨缜密、毫无人情的计算” ,而“社会等级排序仅仅只是一个开

始” [14] ,汉娜·弗莱则从人类与机器关系的悖论入手,呼吁秉持客观谨慎的态度审视算法所宣称的

能力,她也感叹由于算法躲在暗处,普通人也“很少拥有话语权来干涉算法在我们生活中的权柄范

畴” ,人们对算法的认知有着相当的难度,但她并未失去信心,强调对待算法应“与其他任何权力之源

一样,我们可以质疑它们的决定,审视它们的动机,让它们了解我们的情绪,掌握利益走向,为自己的

错误承担责任,并且不再盲目乐观” [15] 。 大卫·萨普特试图发现算法背后的真相,并得出它的权力

不过是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镜像的结论,如果要对算法展开批判,就要“将批评和鞭挞聚焦在这个体

系上,而不是这个体系产生的谎言和骗局上” [16] 。 21 世纪以来,与算法相关的著作、论文层出不穷,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聚焦于算法权力和算法文化,并对算法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议,体现出对未

来人类社会的责任感。
正是注意到算法设计中可能携带政治目的,算法传播也会形塑文化形式,《隐形超权力:算法传

播研究》专门辟出“算法传播与政治传播” “算法传播与媒介文化”二编,围绕“算法政治”与“算法文

化”两个关键词展开讨论:
政治学的焦点包括权力与制度,那么,当人们观察与感受到“算法传播日渐演进为一种政治行

为,也同时成为社会控制手段;算法传播作为一套规则,也同时演变为一种制度” [5] ,自然会关注算法

系统之中的规则和它的制度化组织,以及其中权力的运作机制。 作者指出,算法传播的制度化,其本

质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官僚制,体现出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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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有着高度明确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和一整套明确的运行规程。 算法将个人结构化到

拟态环境和治理系统之中,精确塑造了群体认同,但也塑造了偏见,容易导致政治极化,如果算法被

利益集团或资本霸权控制,则有加剧政治分裂和对立的风险。 应对性的策略应在算法设计中“采用

协商民主的范式,照顾到多元政治主体的话语表达” ,“民主正当化其过程” [5] 。 与政治相关的议题,
该著中还涉及了算法传播所营造的数字媒体奇观所导致的后真相症候,算法实用主义构建的计算政

体导致价值观的扭曲,不透明的算法治理能否获取人们的政治信任,信息平台中“算法守门人”的把

关标准与运行机制等,作者同样在剖析问题后给出了思路清晰的回答。 国内其他学者也同样密切关

注算法政治相关议题,如注意到“算法科层制这一政府管理体制变革正在中国悄然发生” ,实证探究

算法“对科层组织权力关系与激励方式、知识信息处理、组织形态以及服务供给模式的影响及其路

径” [17] ,还有学者提出“算法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算法”的辩证概念,指出两者一体两面,其本质

是“意识形态通过算法技术实现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18] 。
算法通过识别、计算、自动化和预测塑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逐渐形成了“算法文化” 。 它将日

常生活中的场景甚至包括人转化为数据,并依据既定规则进行调节。 有研究者将算法文化定义为:
“人类一直在将文化的工作,对人、地点、物体和想法的排序、分类和分层,委托给数据密集型计算过

程的方式。” [19] 如火如荼的数字化进程,将前算法时代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产

品转化为数字形式并置入算法,算法还深度介入知识生产、教育活动、艺术创作,“是意义生产的重要

源头,它影响着社会生活观念,俨然成为一种文化的构成性要素” [5] 。 经历了“算法转向”的平台文

化生产,倚重算法来预测用户需求,相应完成内容的“私人定制” ,再进行产品的自动化分销。 在资本

运作下,平台算法培养了用户的路径依赖,营造出消费社会的繁荣表象,“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

货币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通过这种模式牵涉到了更广泛的权力和不平等结构” [5] 。 从国

内算法文化研究的进路来看,在算法渗透性不断增强、用户自主性日趋削弱的情况下,其主流的认知

范式投诸算法的权力向度上,而“这一向度除了批判算法作为‘文化中介’自身所携带的权力之外,
还应关注算法制造文化区隔过程中那些刻写在代码背后的权力意志机构及组织的力量,尤其是资本

与平台的身影” [7] 。 除此之外,《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一书同样注意到算法操控下平台化知

识生产出现的偏误,包括内容偏移、货币化倾向、选择性生产导致的知识偏颇等,以及对利益的过度

钻营滋长的“算法拜物教” ,并呼吁相关主体正视这些问题,通过多路径调试进行纠偏,这无疑是对

“算法消费文化”的批判式诊断。
算法政治研究和算法文化研究聚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算法工具如何重塑国家、公司和公民之

间的权力关系,批判的视角将算法锁定在由规训到控制的轨迹之上。 无论是用“信息权力” “数据权

力”或是“阐释权力” “心理权力”来解释算法的内在本质和潜在作用,都不能仅仅描述它影响力的强

大和难以抵抗,否则,人们只会持续陷于“算法困境”之中难以自拔。 算法传播研究一方面要揭示规

律、发现弊端,另一方面也要提供对策,探索算法的社会想象。 马克·舒伦伯格和里克·彼得斯将算

法社会定义为:“涉及政府和私营主体之间混合联系的一系列实践和话语;其由一系列相对较新的数

据驱动技术支撑,通过自己的知识模式以及形成新主体的特殊方式,为社会治理增加了新的层

面。” [20] 从政治角度对算法展开的批判和从文化角度进行的反思,并非只是为了简单得出“反对算

法”的结论,而是辩证地看待算法传播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正视或预判其潜在风险,并推

动技术实践以替代性机制进行弥补或纠偏。 算法无论多么神通广大,它的设计者依然是人,依然是

人在决定算法的目标以及适用范围。 因此,算法传播研究更应关注其中的人类行动者,探讨他在这

样的环境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又该如何排除干扰、拒绝诱惑,充分而完满地发挥其主体能

动性。

三、算法的未来与算法媒介研究的可能性

人类将在未来与算法长期共存,这已是不可扭转的必然趋势。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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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 Licklider 就提出了“人与计算机共生”的思路,即人与计算机实现“紧密耦合” ,其目标是“让计

算机像其公式化解决问题一样促进公式化思维;人与计算机能够合作做出决定与控制复杂情境,而
不是呆板地依赖于既定程序” [21] 。 在另一篇论文中,他预见经过建模和编程的计算机可以成为“传

播设备” ,从而改变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一种特殊形式的数字计算机组织及其程序和数据构成了一

种动态的、可塑造媒介,可以彻底改变建模艺术,这样做可以提高人们之间交流的效率。” [22] 20 世纪

90 年代,尼葛洛庞蒂前瞻性地描绘了会辨音、会说话的计算机,会追随眼球运动的“跟踪器” 、沉浸式

的数字游戏等新鲜玩意,并断言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 [23] 这些当年的惊人

之论,早已兑现为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 推动这些变革的要素,算法无疑是关键核心。 当前,世
界各国纷纷在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大力推动数字化工程,科技公司也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用于数字产品研发,算法、算力、算据的竞争趋于白热化。 “元宇宙” 、大语言模型的横空出世,更是

掀起了虚拟空间、人工智能的热浪。 可以预见,算法将朝着强交互、智能化的方向迭代、优化,成为神

经中枢式的媒介。 随着新算法的大范围应用,算法传播还会出现许许多多新现象,为研究者提供新

课题与新案例,这就需要研究者与时俱进,紧紧把握时代的数字脉搏。
近些年来,数字化与算法的社会应用已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教育数字化” “文化数字化”

“数字经济” “智能城市” “智慧治理”占据着教育学、文化产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

的高频关键词榜单。 传播学领域更多从具体的传播实践如平台型媒体、智能主播等入手,分析其信

息传播机制、效果,进而延展到对技术的伦理反思及对媒介素养的讨论。 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尚未

跳出机械系统论的窠臼,对算法媒介的本质、特性挖掘不足,对算法传播中人的主体性有所忽视。 如

果人们意识到算法将在传播活动中影响到人和社会,当然也会做出行动上的反馈,从而去影响算法

的设计,亦即,算法与人的关系是复杂、频繁的双向互动。 算法的技术“黑箱”固然需要揭秘,人的认

知与反应机制、人的思维方式、行动逻辑更值得深入探究,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研发日益逼近“奇点”的

时候。 人文科学的研究因而大有用武之地———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对价值的追问,历史学对事

物演变规律的客观叙述,语言学、修辞学对符号体系及其功能的分析,等等,都可以提供视角和方法

的借鉴,算法传播研究因而应扩展为跨学科的研究。 在这一方面,《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一书

已做出了有益尝试,但随着技术发展,随着如 Sora、Gemini 等由复杂算法支撑的更多数字产品纷纷涌

现和大范围应用,随着算法与人和社会互嵌互动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更多新奇的媒介景观必将出现,
我们也将面临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当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时,需要坚持主体意识、多元视角、冷静思

考和犀利追问,算法发展得越高明,越具有迷惑性,就越需要人文洞察来拨云见日、切中肯綮。
《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算法传播研究超越表象层面的突破,有可能成为

“算法传播学”的拓荒之作。 该著凸显出一个明确的、极具研究价值的对象,对其范围也做出了清晰

划定。 在缜密的论述和精到的分析中,“算法传播” “算法政治” “算法文化”等核心概念牢牢扎根、意
涵明确,“算法修辞” “算法时间” “机器行动者”的定义呼之欲出,为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拓展出空间。
该著的研究内容,将算法传播置于社会场域之中全方位审视,多学科的问题共商与话语互渗,发展出

针对特定对象的话语方式,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草图式的研究框架。 这意味着,作者有着清晰的体系

意识和蓝图构想,眼下的实证分析和讨论,是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奠定经验基础,是为算法传播研究的

体系建构与范式确立探寻方向、铺平道路。 有学者同样认为,传播学界对算法的研究,今后需要“更

高的研究视点和更全面的分析框架” ,并指出了一种可能的进路:“要以结构化理论为基本理论视角,
以历史、语境、行动、结构和效应为基本分析框架,结合场域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微观政治学理论等多种工具考察一定时空内(算法各发展阶段)获得有序安排的算法实践,勾连历史

与当下、微观与宏观,更全面细致地分析算法与媒介传播生态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 [4] 这一思路同

样强调整体观照,强调跨学科交叉,还特别突出了历史意识。 这些都表明,未来的算法传播研究,不
仅要有问题意识,而且也要有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

·35·曾巍:算法媒介研究的人文洞察



人文视角的批判洞察有助于发现弊端和痛点,但正如诊断是为了疗治,算法传播的研究还应超

越批判,为当下显得迫切的技术治理提供解决方案的启发和建议。 正如相关研究所揭示的,算法是

人的某种思维方式的符号表征,算法的规则和权力是社会权力关系的符号表征。 那么,算法研究恰

好提供了重审人自身、重审社会建构、重审政治与文化的契机,算法的技术治理也应该建立在这种重

审之上。 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算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希望成为怎样的自己,我们希望构建

怎样的社会。 对个体而言,越是面临算法的爆炸式发展与全面包围,越应该高扬人的主体性,以思考

者和行动者的姿态去接受挑战,如果只是坐享其成或谈虎色变,“无法理性地思考算法的影响,忘乎

所以地做着科幻大梦时,算法就成了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16] 。 只有主动在技术的融合与抵抗中调

适自身,充分彰显自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才有可能实现文化突围,在算法社会

中游刃有余。 在国家和政府层面,对算法的评估和监管应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层面,并真正落实为扎

实的行动,推动算法的社会运用增进公共福祉,同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 “算法评估学”应成为今

后的一个重点方向,将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体系的科学设计提上议事程序,尤其是,评估时“不

仅需要关注技术” ,还需要“了解算法的使用是否会产生公民信任” [20] 。 因此,如何推动算法的运用

符合社会正义、包容和团结的价值观? 如何构建算法使用的道德和法律框架? 如何制约技术公司、
商业平台滥用算法权力? 算法的技术治理需要建立怎样的机制,又可以利用哪些措施手段? 这些都

应成为未来算法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
算法传播研究还应将更多目光投向在地实践,以身边发生的鲜活实际案例为切入点寻找典型展

开多角度研究。 算法的社会应用是全球性问题,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应用范围、应用方式等仍然

存在明显差异。 由于社会制度、技术发展水平、舆论环境、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中国式算法”与

西方国家掌握在利益集团手中的算法在目标和规则上显然会有质的区别。 即使是内容性质类似、技
术方式接近的传播活动,在受众那里也经常表现出不同的效果,即受众的解码方式和相互影响同样

需要考虑国情和地域差别。 因而,对西方国家算法传播实践的研究以及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可以参

考和借鉴,但绝不能生搬硬套,同样,对西方算法治理的方案也绝不能照猫画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24] 。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
字化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显然,算法在其中居于关键地位。 当

前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如何研发出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

算法,如何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算法推进形成新质生产力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如何构建出算法

领域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同样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 因此,算法传播研究应牢牢扎根中

国实践,以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的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技术治理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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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gorithms,as
 

media,interact
 

closely
 

with
 

their
 

audiences
 

and
 

restructure
 

man-computer
 

rela-
tionships,leading

 

to
 

the
 

deep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s
 

within
 

it. By
 

exploring
 

the
 

“ black
 

box”
 

of
 

algorithms,we
 

can
 

gain
 

insights
 

into
 

the
 

power
 

structure
 

behind
 

them,the
 

“ invisible
 

hand”
 

that
 

ma-
nipulates

 

people’ s
 

life,affects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enetrates
 

politics
 

and
 

culture
 

on
 

several
 

levels. Int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especially
 

the
 

critical
 

diagnosis
 

from
 

humanistic
 

perspectives,help
 

to
 

identify
 

prob-
lems

 

and
 

anticipate
 

risks. Invisible
 

Super-power:A
 

Study
 

on
 

Algorithmic
 

Communication
 

combines
 

pragmatic
 

analysis
 

with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examines
 

the
 

objects,contents,methods,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al-
gorithmic

 

communication,and
 

delves
 

into
 

the
 

transformative
 

nature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Algorithmic
 

media
 

and
 

algorithmic
 

communication
 

studies
 

need
 

to
 

go
 

beyond
 

appearance
 

and
 

criticism,and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a
 

general
 

framework
 

and
 

core
 

concepts,conduc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nalyses
 

on
 

a
 

practical
 

footing
 

to
 

contribute
 

wisdom
 

to
 

the
 

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
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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